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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民间历史文献中，族谱可以说是最为基本的一个种类，也是迄今最

为学界熟知和利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民间文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中

国族谱的认识、解读和研究已经够深刻、透彻。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族谱通常

被研究者作为史料来利用或使用。至于族谱文本本身的编纂、生产、使用和流传

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史过程等重要问题，则甚少受到学界的重视。可以这么

认为，目前对族谱的研究，无论在文本的解读还是在内在认识上，都还不够深入

和充分，而缺少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认识，相信对族谱文献资料的利用和使用也必

然受到制约。我们编辑这本族谱研究专题论文集的目的，即尝试探讨族谱研究的

新视野和新的解读方法。 

族谱作为一种文献资料，确实包含丰富的谱牒学、人口史、移民史、家族史、

民族史、民俗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中西交通史等多

个方面的史料，以往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也正是把族谱当作“客观”的文字史料，

运用于上述各领域的专题探讨。1例如，很早就开始利用族谱资料来做研究的罗香

林先生，他在探究客家的源流或客家人的来历时，就直接把客家族谱中关于祖先

移居的历史叙述当作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来处理；2他在考证宋末泉州市舶使蒲

寿庚、国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以及梳理唐代岭南行军总督陈元光开发漳潮、宋

元时代西域回人交通来华、明代卫所军事移民诸史实时，也是这样征引族谱资料

的
3。同样，不少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也常常把族谱中记载的世系人丁当作实际的家

族人口数来加以统计和分析。4虽然，有的研究注意到了族谱中关于祖先来历和世

                                                        
1
有关成果数不胜数，兹不赘举，可参见以下综述文章：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中国

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2 期；《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收入中国谱牒学研究

会编《谱牒学研究》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5～18 页；《中国族谱收藏与研

究概况简说》，收入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 1 辑，第 231～248 页；《80 年

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收入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

1999 年第 5期；《中国族谱学研究的新进展》，《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 5 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8，第 207～246页；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历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柳立言《族谱与社会科学研究》，《汉学研究》第 6 卷第 2期，1988 年 12 月；葛剑雄《家

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 年第 6 期；陈宁宁《家谱研究的

历史和现状》，《图书馆杂志》1998 年第 2 期；王泉根《中国谱牒学及其八九十年代研究综

述》，《文教资料》1999年第 5 期；王利亚《海内外对中国族谱的开发和研究》，《晋阳学刊》

2003 年第 2期。 
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 1933年初版），台北：南天书局，1992 年；《客

家源流考》（1950 年代未刊稿），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客家史料汇篇》（香港：中国学

社 1965 年初版），台北：南天书局，1992。 
3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国父家世源流再证》，收入《客家

史料汇篇》，第 388～396页；《蒲寿庚研究》，香港：中国学社，1959；《中国族谱研究》，香

港：中国学社，1971。 
4
柳诒徵：《族谱研究举例》（原载《江苏省立图书馆年刊》第 4 期，1931 年），收入《柳

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 540～592 页；I～Chin Yuan（袁贻瑾）,“Life 

Tables for a Southern Chinese Family from 1365 to 1849,” Human 
Biology,Vol.3,No.2(May,1931),pp.157～179; Liu Ts’ui～jung(刘翠溶), “Chinese 



系的内容存在“虚构”和不可靠的问题，但也只是强调通过考辨甄别，纠正其中

的错误，或采取有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策略，来弥补或克服族谱史料的不足与局

限。1简言之，这是一种古典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做法，在“史料即是客观历史事实”

的观念之下，族谱文献也就被当作“客观”的史料证据加以引用而已。 
应该说，从他们的研究旨趣来看，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看来，

族谱不止是一种供史家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它首先是一种文本，一种与社会生

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文本。在宋以后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族谱固然

一方面记述了家族世系人口以及乡村社区生活的诸多内容，为我们了解乡村社区

的人口过程和历史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文字记载；但更重要的是，族谱作为一种“物

质”文本，本身是由社区民众在具体的生活经历中编纂、生产出来的，并被使用

和流传，从而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族谱不仅仅是乡村社区

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一个具体

的、动态的社会或社区历史过程的产物和结果，同时人们对它的使用和流传，又

使它往往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参与这一历史过程，对社区关系、仪式传统和文

化习俗产生作用和影响，族谱文本也因此具有了社会功能和内在意义。因此，对

族谱的研究，也就不应像传统史学那样，仅把它视作“被动的”、“死的”文字

资料加以利用或引用而已，而应该把族谱文本本身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主体来加

以解读和分析，探讨族谱文本与社区生活的历史互动关系，揭示其内涵和意义。 
从概念和理念上对族谱作出“文献”（written documents/sources）与“文本”

（text）的区分，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将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具有超越

性意义。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不仅在形式上通常主要指

印刷的、书本式的典籍或其他的文字书写物，而且在性质上也只是注重其文字内

容，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自 1950—60 年代起，特别是 1980 年代以来，

随着语言语义之符号学研究和“文化转向”之史学研究的兴起，西方史学界对“史

料”的性质进行了反思和重新定位，明确提出了“文本”这一概念，以超越传统

意义上的“文献”这一术语。他们把史家所利用的各类“史料”均看成是一种具

有符号意义和社会内涵的象征系统，即所谓的“文本”，其在形式上不仅包括印

刷的文字书写物，也包括口头的、图像的、声音的、甚至是物质景观的等各种形

制的物品或标志。西方史家强调指出，各种形式的“文本”不仅是社会意义建构

过程的产物而成为意义的载体或象征，而且文本本身，包括其物质形制、排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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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容结构的编排等，亦具有传达或体现意义的功能，从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

也构成意义或参与意义的建构。因此，他们倡导一种所谓“文本社会学”的研究

取向，对各种形式的文本进行文本形制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意义解读。1法国学者

福柯甚至指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

价值，而是通过了解文献的生产制作情形确定其内涵和意义的建构过程。2正是在

这一新的史学理念之下，从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学者就很注重把书籍等

各种书写物（以及其他各类“史料”）本身作为一种文本，考察文本与社会的历

史关系。如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曾就书籍史的研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它的产品史、它的流

通形式史或它在图书馆陈列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把书看作是一种物质对

象，它的结构、它的形式、它的排版是构成该书文本意思的基本元素。”3在这个

看法之下，夏蒂埃更进一步的是要去探究与文本历史相关的社会历史过程。4 
从中国族谱类型的多样性、区域性特别是其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特点来看，

我们认为，把中国的族谱（以及相关的家族文献和其他民间历史文献）视作一种

“文本”，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开展所谓“文本社会学”、“文本社会史”的

研究。首先，以记录族人世系和基本生命信息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族谱或系谱，不

仅数量庞大，而且文本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形制非常多样，既有最常见的排版刻印

或手抄的、各种册式的纸质族谱，也有将族人世系画之于纸或布帛上的“画谱”

（如祖图、影图、祖宗画、神轴子、布谱之类），还有刻之于石碑上的“石谱”，

在一些地方曾经有过或仍保留有口述谱系，甚至还有以实物（如结绳等）形式记

录世系的传统，近年来又出现了数字网络化的新型电子族谱。如果再加上各种体

现族人世系和身份的神主牌位、祖先画像（系列的画像则构成“画谱”）、像赞、

墓碑、墓志铭、祭祖簿、坟谱、添丁簿、新婚簿、寿序，以及反映家族发展历史

和家族活动的祠堂碑记、祭产簿、族规家训等家族文献，中国族谱文本的形式和

形制就更为丰富多样。诸如此类，均是家族社会生活内容及其意义的重要载体和

象征，也是中国族谱文化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的

族谱，除了关注最常见的册式纸质族谱外，还应该全面了解各种形式和形制的族

谱文本的总体状况。 
其二，中国族谱的编纂生产和使用流传，有很长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唐宋以

前的修谱传统暂且不论，现存的各种形式形制的族谱文本，主要是宋以后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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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至民国时代所传承下来的，而且民间编纂族谱的活动至今仍在延续进行，显

示了中国族谱文本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底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

期编纂生产和传承下来的族谱文本，不仅数量种类繁多，形式形制多样，内容丰

富，而且地理分布也非常之广，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较早的 1950—80

年代初，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对 3300 多种中国族谱进行系统编目整理的基础

上，根据族谱名称、形式、规制和体例内容的区域性特征，将明清以来的中国族

谱分为“华中谱”（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区的族谱）、

“华南谱”（包括福建、广东、广西甚至于贵州、云南等省区的族谱）、“华北

谱”（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区的族谱）和“东北谱”（包括东北地

区的汉人谱、满族谱、蒙古谱）四大类，又将朝鲜、琉球、越南等地的族谱称为

“东亚谱”。1过去大家主要关注明清以来宗族组织发达的南方地区的族谱，不太

注意宗族组织相对薄弱的华北特别是东北、西南等边陲地区的族谱，而多贺的观

察并限于中国“中心”地区的族谱，还扩展到“周边”乃至“域外”的族谱，大

大拓宽了对中国族谱地理分布和区域类型的认识视野。198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对各地族谱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利用的巨大进展，有关信息显示，宋

以后中国族谱的地理分布之广，类型和种类之多样，又远远超出多贺的观察视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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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中国族谱，不仅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区有数量和类型更

为丰富可观的族谱，甚至多贺未观察到的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省区也有不少

的族谱；不仅有汉人的族谱，也有所谓“少数民族”的族谱，如满族、朝鲜族、

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回族、壮族、苗族、瑶族、畲族、土家族、彝族、

傣族、白族、纳西族、土族等族的族谱；不仅有汉文族谱，也有满文、彝文或多

种文字合璧族谱；从形制上看，如上文已经指出，各地不仅均有常见的刊刻或手

写的纸本族谱，也有石刻的、布质的、画像的族谱或谱系，甚至还有口传的谱系

和较为原始的实物谱系以及今日新型的电子族谱。 

中国族谱的历史发展深度和地理分布广度及其显示出来的地域差别，不仅让

我们再次体会到“中国地域之广大，社会差别之巨大”，更反映了族谱文本的多

样性、区域性与中国各地历史发展进程和区域社会历史环境的关联。多贺曾经认

为，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族谱在地理上经历了一个由“中心”向“周

边”广泛扩展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华南谱是华中谱“南渐”的产物，东北谱

则是华北谱“北渐”的结果，东亚谱又是中国族谱向外“东传”的结果；同时他

还指出，各地的族谱因地区的不同和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而各具区域特

征。1多贺的研究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近世宗谱”作为儒家宗法礼制的

文化产物，首先是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地带发展、流行和普及的，然后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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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心人口向周边地区的移动和儒家文化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渗透、扩散，这一文

化形式逐渐向周边地区传播，渐而被周边地区接受。1多贺从各地族谱文本的具体

形式形制入手，来考察中国族谱文本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的这一做法是值

得重视的。不过，他对中国族谱文本的区域分类及其地理扩张过程的阐释则不一

定准确、正确。应该看到，中国各地（特别是周边地区）各种形式形制的族谱，

并不全然是“中心”地区族谱扩展和受儒教或士大夫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而更

可能是与本地的祖先观念、祭祖仪式传统、记述祖先世系的本地方式以及当地的

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等密切相关；就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而言，亦与当地的区域

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认为，在历史上，在各地，中国族谱文

本之所以呈现出形式形制的多样性和地域的差异性特点，一方面固然很大程度上

是反映了各个地方的家族组织形式和宗族发展程度的差别，但更为基本的是出于

本地的区域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因此反映更为

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史过程。所以，对中国族谱的研

究，有必要、也更应该把族谱文本置于地方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解读。 
其三，中国的族谱，不管何时（主要指宋以后的时段）、何地、何种形式形

制的族谱文本，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始终与具体的人群、具体的社会

生活密切关联。如族人出生、新婚、分家、祝寿、死亡而形成的生辰簿、添丁簿、

新婚簿、分家文书、寿序、像赞和墓志铭、墓碑等，为祭祀祖先而形成的祖先牌

位、祖先画像谱或祖先世系图、祭祀人名簿、请神簿、祭产簿等，修建祠堂而形

成的祠堂记、祠产记，以及因家产、族产买卖租佃或纷争诉讼而留下的契约文书

和诉讼档案，或为管理家族各种事务而形成的族规家训，或由族人生前功名业绩

而形成的各种传记文献或实物遗迹，也包括口耳相传的祖先记忆，诸如此类，均

是在家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或在家族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形成的家族“历史记

忆”和家族“档案”。它们虽然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各有差异，但在编制和使

用过程中又常常相互补充。如最常见的册式族谱的编纂，通常是在这个基础上进

行的，族谱中历代族人的姓名、生卒年月、生前业绩、妻属、茔地等基本生命信

息以及有关家族发展的历史记录，往往就出自上述各种家族“档案”和“记忆”；

而为了祭祀祖先、追溯先人世系，或举办其他的仪式活动，或为了确认族人身份

以及解决族产权属等各种事务，往往又需借助族谱及其他有关的家族文献。凡此

种种，不仅显示了各种族谱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更透露出它们与家族的社会或

社区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建构家族历史、确立家族社区地位和传承家族

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中国族谱文本的上述历史特点，不仅为中国族谱的“文本”解读提供了有利

条件，这本身也要求对族谱进行文本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不止是像传统谱牒

学和过去各种专题研究那样，仅停留于族谱体例结构与内容的一般性分析和利用。

也就是说，研究和解读一个族谱，应当在考虑其区域社会历史环境和文本的区域

性特征的同时，注重从这个族谱文本与具体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出发，要去追问：

这个族谱是如何在社区生活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被编写和制作出来的，具体是由谁

编纂的，资金如何筹措，资料如何收集和选择，族谱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编排

和表述的，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麻烦或要处理哪些问题；族谱编完后是如何

刊印的，之后又是如何收藏管理和被使用的，是谁在保管，谁在使用，什么时候

需要使用，如何使用，有什么样的规定或习俗。在这整个过程中，会涉及哪些仪

式活动，这些仪式活动是如何展开的，特别是不同身份和不同角色的人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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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文字的士大夫、职业谱师、仪式专家和不懂文字、不具有读写能力的普通族

人等），以及各种仪式传统（包括所谓儒教或理学的、道教的、佛教的、甚至是

巫的传统）又是如何参与或介入上述过程的，背后涉及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文化习

俗。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还应该追问：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家族的发

展和族谱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族谱文本的形式形制、内容结构和功能意义，及其

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传统又经历了何种的历史演变。通过对上述一

系列问题的追问，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族谱文本本身形成和使用流传的历史，也

是家族的社会生活和仪式生活如何进行、展开和变迁的历史，包括社会权力关系

重组以及各种文化传统交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社会历史过程。这是两层有着内在

关联的历史，即族谱文本的历史和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二者的结合

或可称之为族谱文本的社会文化史。探讨这种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入了解和

认识族谱的文献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1更在于揭示围绕族谱的

编纂、生产和使用流传而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及其历史机制。 
本书所要表达和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以族谱文本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的新路数。书中收录的 16 篇论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族谱文本的编纂、

体例形式或内容结构，跟具体的人群、具体的区域社会或社区，或一个时代联系

起来加以解读分析，试图展示族谱与社会的内在历史关系，从中揭示族谱的时代

性和社会性内涵。而且，这些文章大多以具体的族谱文本为个案，结合时代背景

和田野调查的历史现场感，力图再现族谱文本自身的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过

程。 
诚然，这 16 篇论文的论题各有侧重，本书以“族谱的编纂与生产”、“族

谱与时代变迁”、“族谱与宗族建构”、“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四个标题，对

它们进行分类编排，以便读者从中了解中国族谱的时代性、区域性特点及其社会

文化内涵。不过，从内容来看，每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族谱的时代背景、

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和地方权力关系演变、家族的建构与发展，以及族谱本身

的编纂过程及其形式形制和内容结构特点等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解读和

研究族谱必须同时考虑的，这也是我们编辑这部族谱论文集、强调族谱文本与社

会文化史相结合研究路径的基本宗旨。现就各篇文章的内容及其方法论和认识论

意义略述如下： 
（一）族谱的编纂与生产 
研究和解读中国的族谱，理应从考察和了解族谱文本的编纂、生产制作与使

用实况入手。但由于现存的族谱原件（特别是刻印或手抄的册式纸本族谱），大

多是明清以来留存下来的和近年来新编修的族谱，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主

要集中于明清以来的族谱文本的历史。 
可是要理解明清以来的族谱，又不能完全忽视其与明以前、至少宋元时期的

族谱在形式形制、体例结构以及编修方式和使用方式上的历史传承关系。一般认

为，北宋欧阳修、苏洵为本族编修的族谱，开创了近世新式族谱的基本体例，此

后经过南宋至元代，族谱体例和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至明清臻于完备。

但是对于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对元代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学界虽有考

                                                        
1
前些年，梁洪生、钱杭两位教授曾先后提出“谁在修谱？”和“谁在看谱？”两个问题，考

察和讨论人们对修谱的态度和参与，以及对族谱的使用情形，其目的主要在这个层面。参见

梁洪生《谁在修谱》，《东方》1995 年第 3 期；钱杭《谁在看谱？——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

个问题》，收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第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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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讨论，却仍不甚清楚。1收入本书的常建华的文章，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仔细爬梳元人文集中的族谱序文等史料，对元代族谱的编修情形及其体例内

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宋元至明清族谱发展的历史传承关

系具有相当的帮助。文章揭示了三点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从两宋至元代，编

修族谱的活动更为活跃和普及，除了江西、浙江、徽州、江南、福建等地较为盛

行外，在河北、河南、湖南、甚至广东等地也有修谱的活动；而且“族谱”、“家

谱”的名称变得更为通用。其二，元代族谱的体例结构，从总的情况来看，已经

从两宋时期的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 5 项内容，扩充到谱序、

告身、家训、世系图、世系谱（录）、子孙排行字辈（派语）、科举、传记、墓

图、先世考辨、著述等 11 项，后世完整族谱的主要内容在元代基本上出现了；

而且元代族谱的收族范围，已经从北宋欧、苏谱系只收“五服”之内的族人，扩

展到“五服”之外的世代，以致在元代就已出现通过“追远”与“合异”而编修

通谱的活动。不过就元代单部族谱来说，体例形式和内容仍稍显简单；另外，元

代族谱同明清族谱相比，尚缺乏祖先像赞、祠堂、祠产、余庆录、五服图、领谱

字号等六项内容。这说明，元代族谱的编修，尚处于过渡发展的阶段，呈现出个

体和地区的不均衡发展特点。其三，从族谱的形制及仪制来看，元代族谱付之于

刻印的情形更加普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的浙江、徽州、福建、江苏、四

川、河北、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都有把族谱或谱系刻之于石碑或墓碑，置于

坟庵或墓祠，并定期聚集家人族人举行祭拜和默诵仪式，这与元代墓祠祭祖的习

俗密切相关。2诚如该文指出，这个做法并非元代的发明，北宋四川苏洵编修《苏

氏族谱》，即将之刻于石，且筑谱亭于高祖墓茔。事实上，远在汉唐时代的华北

乃至浙江地区，即便非世袭贵族的一般官吏和豪户之家也已有把私家谱系刻于碑

阴或墓碑之做法
。3元代石刻谱系和墓祠祭祖的做法，应该是继承了宋乃至汉唐时

期的传统。而近年来关于华北乡村宗族的调查研究表明，自汉唐宋元降至明清乃

至今日，在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广大的华北乡村地区，仍保留了大量的石

刻家谱或墓碑谱系及相应的墓地祭祖的传统。这篇文章提醒我们，重视宋元乃至

宋以前与明清以来之间在族谱编修方式、形式形制及仪式传统上的异同和历史传

承关系，不仅对于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各地家族组织的发展形态和乡村社会秩序的

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从长时段和区域比较的角度，深化认识中国历史上

家族组织的发展演变进程和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历史变迁。当然，由于宋元时期

留存下来的族谱已经非常稀少且难得一见，宋以前的谱牒就更为少见，所以要讨

论上述课题，还得继续挖掘有关史料，特别是应当根据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放宽

对“族谱”的界定范畴和观察视野，而不局限于明清以来常见的册式纸质族谱。 
明代以来特别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民间编修族谱的活动非常普及和活跃，留

存下来的族谱非常之多，并广为学界利用和引用，但是我们对于这时期各地族谱

具体是如何编纂、刊印和管理等细节，知道的并不多。卞利的文章对这一问题作

                                                        
1
〔日〕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の研究》上卷，第 117～164页；〔日〕森田宪司《宋元时代

における的修谱》,《东洋史研究》第 37 卷第 4号（1979 年）。 
2
 郑振满《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常建华《元

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1992 年/2011 年。 
3
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杨冬荃《汉代家

谱研究》，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 3 辑，第 27～60 页；杨冬荃《六朝时期家

谱研究》，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 4 辑，第 1～41 页；周征松《河东裴氏谱

牒知见录》，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 4 辑，第 143～162页；郭锋《晋唐时期

的谱牒修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了专门的考察。作者利用徽州丰富的族谱文献，较为具体地详细考察和讨论了明

清民国时期徽州族谱从纂修到刊印成书的具体环节和涉及的相关问题，包括发起

修谱倡议，以“修谱通启”或“家书”通知和召集宗亲会商修谱事宜，成立修谱

机构（谱局）、制订修谱章程以及确定修谱成员和明确职责分工，接着以按丁派

捐和自愿乐输等方式筹集经费，制订修谱原则和采集资料开始编修族谱；族谱编

定成稿后招请刻工开始刊刻和刷印族谱，这当中具体涉及如何与刻工订立协议或

合约，约定刻工工价和其他待遇及支付方式，规定刻工的职责和刷印、装订族谱

的质量标准，以及族谱刷印纸张的采买和刊印族谱的卷数、页数和套数等等事项。

从中可以看到徽州族谱的编纂和成书过程牵涉修谱经费等各种具体事务和修谱

人事安排或权力关系，所以研究一个族谱，亦应当从族谱成书的这个复杂过程来

解读其中的内容及其所能反映和所不能反映的事实。譬如，由于族谱篇幅或版面

的限制以及牵涉费用支出等规定，有的族人或房支的史料或“历史”得以进入族

谱，有的则未进入族谱，族谱的内容也因此往往并不是家族历史的完全刊载或记

录。这同时也说明，族谱以何种形式形制刊印以及以何种规模呈现，又与当地的

刻书业传统以及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文章还讨论了清代徽州族谱行文如何避

讳以及族谱如何获得政府认可的问题，从中反映了族谱成书与国家的关系。以上

这些都是在认识和解读族谱文本时必须注意的社会历史内容，这也是我们强调必

须从族谱的编纂和刊印及其成书过程入手来研究族谱的基本理由。 
族谱的编纂成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观念习俗和仪

式活动的过程。刘永华的文章正是从仪式实践和象征建构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

讨论了族谱作为一种“物”如何被仪式化和被赋予社会文化内涵的问题。文章主

要利用闽西的族谱及其他有关文献，以及口述和田野观察资料，着重考察当地族

谱编纂、收藏、使用过程中的相关仪式和习俗，具体包括修谱过程中昭告祖先和

建立义冢、安顿祖先亡灵的仪式，族谱修撰告成后建醮超度和抚慰亡灵的仪式，

以及族谱颁发过程中的祭谱和游谱仪式，最后是族谱收藏管理和使用过程中“会

谱”、开箱阅谱和烧香告祖的仪式及有关习俗。文章分析指出，人们通过这些昭

告和超度祖灵等之类的族谱仪式，为的是解决修谱、用谱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麻烦

和问题，如尽可能避免因族谱编修遗漏、讹误，或族谱保管使用过程中亵渎的行

为，而招致的祖先亡灵的怨尤，说明人们在修谱过程中非常关注祖灵与人之间的

关系，反映了修谱背后人们的一种祖灵观、鬼神观；而游谱活动则是一项界定房

支关系和社会空间的重要仪式，游谱路线的变化往往反映社区关系的变化。作者

向我们所揭示的是，族谱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文字资料，而是与仪式生活、社区

关系至为密切的文献，一种仪式化的对象和产物，并因此被赋予象征内涵和社会

内涵。这篇文章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乡村礼仪、仪式和社会文化史的一贯兴趣，而

对族谱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据我们了解，除了闽西以及徽州、湖北黄州等地之

外，在其他许多地区，如江西的赣南、闽南的安溪等地，也都有族谱编纂、收藏、

使用的仪式活动和相关习俗。继续深入研究族谱文本与社区仪式生活的历史关系，

不仅是应当引起重视的课题，而且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从族谱的内容来看，族谱的编纂往往还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蔡志祥的文章

即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者以当代广东丰顺汤坑丁氏族人编纂的《济阳世泽：

附丁氏族谱》为个案，在介绍和考察这部新编族谱的文本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指

出，这部以 11 世祖贤拔公派下七大房为谱系架构的族谱，在谱系内容的纪录以

及图片文献的登载上以其中两个房支最为详尽，一是该族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丁日

昌（第 12 世）子嗣一房（六房），一是当代著名华侨实业家丁家骏（第 16 世）



祖孙一房（长房），凸显了那些过去和现在对宗族发展有突出贡献族人及其房支

在整个家族和谱系中的地位，由此说明族谱的纪录是选择性的，是部分家族成员

的选择的记忆，而非宗族所有成员的完全记录；而且，这部族谱正是 1980 年代

以来由长房和六房子孙倡议、出资编纂的，并以他们最接近的共同祖先贤拔公作

为连接点，把当代较有实业成就的一房和过去有显赫祖先的一房在谱系上建立起

联系，从而进一步说明这个族谱的纪录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这个选择是当下一

种政治的、“势利”的、排他的选择。作者还指出，这部族谱的第一至第十一世

的直系祖先以及其他房支世系的纪录虽不一定详尽记录，但是却为将来其他房支

认祖归宗或整个家族的通谱合族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为将来谱系的重修和记

忆的选择性追加、重整提供了足够的弹性条件，因而族谱的谱系结构又是包容的、

开放的。这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作者所揭示的族谱谱系纪录、记忆的选择性、

排他性和谱系结构的包容性，则是解读族谱文本内在结构及其形成逻辑的重要角

度，值得重视和注意。 
我们通常研究的族谱文本，大多是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编纂出来的纸质族

谱，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以及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族谱的编纂方式

及形式形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数字化的电子族谱。那么这种新型

族谱与传统纸质族谱究竟有何差别，对于理解和解读传统纸质族谱有何意义？程

美宝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和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她利用网站提供的资

料和访问所得的素材，分别考察了现代海外华人如何通过互联网信息寻根问祖、

编纂电子族谱，以及现代城市知识分子如何利用现代通讯和人脉联系千里寻亲、

编纂族谱的情形，她指出，此类现代族谱的编撰，已经从一个传统的、集体的、

与乡村社会中其他事物配套的仪式，变成是现代的、个人的、城市的、或在网络

空间里运转的仪式，换言之，是一种脱离了地方社会脉络的编谱行为。与过去传

统社区编纂的纸本族谱相比较，这种很大程度上为满足个人情感需要而超时空建

构出来的亲属关系和系谱，很有可能会抹杀掉探讨具体地方社会历史的可能性，

但是她强调认为，这种“现代”系谱的建构，不仅在“家族成员”资料的比照选

取、“亲属关系”的确认等方面，延续和继承了传统文字社会里编纂族谱的方法、

标准和思维习惯，因而在族谱文本形成的内在逻辑上，与传统社区的纸质族谱具

有某种一致性；更重要的是，从“事实”的社会建构和建构者的身份认同来看，

电子时代的电子族谱与传统时代的文字族谱，都是一种历史叙事和“历史事实”

的建构，后者并不比前者更实在、更真实，二者在本质上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缔

造的“社会事实”。1而这也正是本书所强调的，族谱都是时代的产物，对不同形

制的族谱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必须与其相应的时代相联系。 

（二）族谱与时代变迁 
族谱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期编修的族谱及其编修的过程也反映时代的

变迁。在明清时代乃至近代，一个家族编修的族谱，往往随时间的往后推移和历

史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和内容，而透过这些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族谱及其纂修

过程，又可揭示家族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阶段性特点。本部分的四篇文章就是以具

体个案讨论族谱和族谱编修背后的时代内涵。 
其中罗艳春和李平亮的文章，通过考察和分析清代江西两个家族编修族谱的

变化和转变过程，讨论了清中叶前后的社会历史变迁。罗艳春所考察的是明前期

始定居于江西万载高村的李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族谱编纂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三种

                                                        
1
作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有更具体的讨论。参见程美宝《数字时代的历史事实建构——

以电子族谱编撰为例》，《史学月刊》2001 年第 5 期。 



形式，即从康熙后期草创的“谱柢”（草谱），到乾隆中期发凡起例而编纂的初

具体例的谱稿，再到嘉庆初年编纂和刊印成书的族谱。这个变化过程，正好是明

末清初以来至清乾嘉时期高村李氏家族不断崛起和发展的一个历程，而嘉庆初年

的族谱编修，则是李氏家族历史最为核心的一次建构，嘉道以后历次续修族谱都

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李平亮所考察的江西新昌天宝刘氏家族，早在南宋时期

即已定居发展，元明以后至清代前期，不仅已历修族谱，而且家族内部开始分化

发展，至清中叶嘉道年间，各个房支开始由原先合修族谱转变为分修各自的房谱，

之后房谱的重修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从中可以看到，天宝刘氏从族谱到房谱的

过程，与高村李氏从草谱到房谱、族谱的过程，变化方向正好相反，但是转变的

时机和趋势却几乎一致，都是在清中叶前后开始发生转变。而这两个家族族谱编

修的变化和转变过程，除了分别与他们的发展崛起或分化发展直接相关，更重要

的是，均与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至清中叶前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士绅阶层的成长

以及商业的繁荣和商人势力的兴起息息相关。这两篇文章几乎同时强调认为，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清中叶前后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导致了这两个家族族谱编

修的变化和转变，而后者也反映了这一历史大背景，由此提示我们，解读和理解

族谱要特别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郑振满和杨国安的文章，则分别以闽西培田吴氏族谱和湖北黄陂东乡周氏族

谱为中心，讨论了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宗族如何从传统家族自治向近代地方自治转

型的这一重要历史议题。郑振满的研究显示，培田吴氏从清代前期的乾隆年间到

晚清的同治、光绪年间，陆续制定和新增了一系列家训、家法、族规以及地方公

益事业的管理规则，不仅强化了家族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还推动了

传统家族自治向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与结合。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这些陆续制

定的家族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规则，不仅先后收入和体现于乾隆、同治和

光绪三个版本的吴氏族谱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培田吴氏也正是通过这三次

族谱的编修来确立和推动家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实施，或者可以这么认为，这三

次族谱的编修，本身也是培田吴氏进行家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培

田吴氏的个案表明，无论是族谱的编修还是其内容的表达，都体现和反映了晚清

以来传统家族自治向近代地方自治发展演变这一明显的时代变迁。 

到了清末民初，许多乡村宗族进行的族谱编修及其他宗族建设活动，更加突

出地呈现了宗族自治与近代地方自治这一时代潮流的紧密结合。如杨国安所考察

的湖北黄陂东乡周氏宗族，民国初年编纂宗谱时，在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和具有现

代宪政观念的家族精英知识分子主导下，设计了一套宗族自治的章程，不仅明确

地将西方民主自治的理念和规则“移植”其中，还通过一系列的自治组织活动将

其付诸实践。也正是围绕这次宗谱的编修和自治章程的制定及实施，东乡周氏实

现了传统宗族自治与近代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和现代转型。这就告诉我们，族谱

文本不仅在内容上反映时代变迁，其本身也往往参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 

（三）族谱与宗族建构 
众所周知，族谱的编修是家族或宗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时代不同

形式结构的族谱文本及其成书过程，往往投射出宗族建构的不同形态及其背后宗

族关系和地方权力格局的历史演变。本部分收入的四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明代

至民国时期乃至建国后的族谱文本与宗族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中黄挺的文章以明代潮州名宦翁万达家族为个案，关注和揭示这个家族早

期历史的文本叙事的变化与家族建构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这个家族几份嘉靖时

期不同时间段撰写的传记文献的仔细对读和分析发现，这个家族在从渔农小姓上



升为地方望族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翁万达获得显赫地位之后，家族的制度化建设

开始，家族建构逐渐完成，而其原先“谪发充军”的祖先经历也被改写和塑造为

“诗礼传家”的士大夫世家。文章指出，这个被重写的家族历史叙事，不仅在翁

氏后人续修的族谱文本中得到延续，而且今日研究翁万达家族史的学者也因此只

注意到其“诗礼世家”的一面，忽视了其早期为渔农小民的历史，以致未能揭示

这个家族发展、建构的转变过程这一历史真相。翁万达家族在明中叶前后的崛起

和建构以及家族史的重新书写，其实明清时代许多大家族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和转变，这篇文章的意义也就在于提示我们，在利用族谱研究家族历史的时候，

应该仔细比对族谱文本中不同资料（特别是关于家族早期历史的文本资料）之间

的异同，追问这些材料是否经过重写，重写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的，是

怎样进行的，反映了家族发展、建构和社会变迁的何种过程和真相。 

周荣的文章则是以湖北枝江百里洲垸田区一种比较特别的族谱和地名资料

——“双姓谱”和“联姓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历史成因和历史内涵。作者通

过考察明清以来百里洲垸田的水利特点和开发过程指出，这类中小型垸区的开发，

适合和需要垸区内族与族之间、以及族内房与房之间的协作，而这种中小型水利

开发中的宗族协作关系，不仅是明清时代两湖地区大型水利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垸区内独特的、由两姓合成的“双姓谱”以及跟两个或多个姓氏相联系的“联姓

地”，也正是这种宗族协作关系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这一论述不仅有助于深

化认识两湖垸区生态景观形成演变的历史逻辑和当地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细节，

也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双姓谱”与“联姓地”这种独特的家族文献和地名资料

形成的历史机制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看来，要理解全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的

“双姓谱”或“联姓谱”，亦应当结合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宗族关系加以解读。 

饶伟新的文章考察的则是明清民国时期另一种类型的族谱，即同姓合修的联

宗谱。作者以明末清初以来移居赣南的闽粤客民编修的联宗谱为研究对象，运用

具体事例，考察和分析了闽粤客民（“新客”）之间以及闽粤客民与土著居民（“老

客”）之间同姓合修联宗族谱和建构宗族联盟的过程，从中可见，赣南历史上不

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外来客民，无论是明清以来的闽粤“新客”，还是唐宋以来就

定居赣南的土著“老客”，在清中叶以来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他们通过同姓合

修联宗谱和建立同宗关系这一文化策略，逐步整合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以联宗谱

为纽带的文化认同群体，而原先之间的族群界线逐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老客”

和“新客”的称谓也只适合于对他们过去移居历史的区分。作者由此认为，今日

所谓的赣南“客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文化变迁和社会重组过程的历史产

物，而同姓客民编修的联宗谱，即是赣南“客家”形成的标志和重要的文化载体，

它不仅对于当时的闽粤“新客”乃至土著“老客”具有现实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认

同意义，而且对于重新理解和阐释赣南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内涵，具有重要

的文本社会学意义。作者还指出，在晚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地方自治运动

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地方精英进行政治结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的一种策略和手

段，赣南客民联修族谱的活动或许还有着十分实际的政治功能和时代意义。我们

相信，其他地区或其他时代也普遍存在的联宗谱，也与其特定的社会环境、背后

的宗族关系以及时代背景有着内在的历史联系，而且也应该从这种联系出发来把

握和解读此类联宗谱的生成过程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梁洪生的文章对 20 世纪江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建构及其变化过程的考察，

其实要探讨的，也是一个有关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如何和为何联修族谱的问题。文

章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所谓“三张”的张氏家族是鄱阳湖区一个世代以捕捞为生



业的渔民家族，而附近的“四林”张氏家族则是一个自明清以来人才辈出、以诗

书传家自诩的大族，这个家族在乾隆、道光时期就已经数次修谱，且拟制出源远

流长的谱系，民国初年开始把周边的许多张姓人群纳入其谱系之中，也就是联修

张氏族谱，但是直到民国 35 年再次联修族谱时，为应对当时地方家族势力的消

长以及地方议会选举拉票的新时局，才有条件地允许“三张”渔民家族参与联修

族谱并收为大房，以壮大以“四林”张氏为首的张姓联盟的势力，而“三张”也

借此契机获得谱系中“大房”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建国以后，随着鄱阳湖区渔

业生产环境和捕捞秩序的恶化以及渔业资源竞争的加剧，“三张”渔民家族的生

计和传统渔业利益逐渐受到挑战和威胁，正是在此背景下，1988 年当地张氏再

次联修族谱，“三张”渔民家族成为倡导者和骨干，并将捕捞区域图附入新谱，

不仅借此反映渔民的焦虑和利益诉求，也以此作为证明自己合法占有湖区渔业资

源的历史依据。20 世纪以来，渔民张氏家族从“四林”张氏谱系之外到进入这个

谱系并最后成为其中的主导，文章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张氏谱系建构的“渔民化”

过程或结局。不论这个概括是否恰当，但是这个故事和这个过程确实呈现了张氏

联宗谱系建构的变化和“四林”张氏、渔民张氏在其中地位的盛衰转变，也由此

透露出 20 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和鄱阳湖区宗族关系与权力格局的历史演变。 
（四）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 
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包括祖先谱系的编排和祖先历史的叙述，不仅是一套

符号系统，也是文化权力的一种表达，它对于确立地方宗族的身份地位和社会权

利有着十分实际的文化功能。而祖先谱系如何编排或重构，祖先历史如何叙述和

书写，其文化权力的功能如何得以体现和实现，往往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及权

力结构的演变息息相关。要真正理解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历史内涵和意义，

关键在于将其置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考察它的形成流变过程，解读其中

的权力关系，而不是仅仅强调或考辨其内容的真假与可信不可信问题。 

刘志伟对于珠江三角洲族谱的研究和解读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他注意到，这

一地区许多大族的族谱关于宗族历史的记事，有一个基本相似的叙事结构，如几

乎都称自己的祖先宋代以后从“北方”南迁，先是在南雄珠玑巷落户，然后从珠

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之后经过数次流动，大致在明初或明前期定居下来，并

取得当地的户籍，再过了若干代之后，开始建造祠堂、设立祭产、编修族谱等，

宗族组织由此得以建立和发展。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一由后人对于祖先迁移定

居和宗族发展的历史叙事，不是反映宋以后或宋元时期的历史，而主要是反映明

初以来至明中叶前后珠江三角洲土地开发和宗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包括明初以来

当地土著居民如何通过里甲制度而登记户籍和土地赋税，以及依据宗法礼仪制度

而建立宗族，由此获得编户齐民的社会身份和确立士大夫或正统性的社会地位。

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土著居民的后人通过编修族谱和叙述祖先迁移定居

的历史，特别是珠玑巷南迁以及“品官之家”的历史叙事，不仅可以作为自己户

籍来历和正统性身份的证据，更可以由此与国家拉上关系并获得土地开发和资源

控制的资格与权利，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叙述对于当时的叙事者及其宗族而言，

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可见，珠江三角洲族谱关于祖先或宗族的

历史叙述，是明代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投

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
。1 

                                                        
1
关于这一点，科大卫和刘志伟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和论著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参

见：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Vol.15,No.1(Jan.,1989),pp.4～36. David Faure, 



早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的族谱或口述谱系中，都有类似珠江

三角洲族谱中的这种祖先移居历史叙事或所谓的“祖先同乡”传说故事，如华南

客家族谱中的“福建宁化石壁洞（葛藤坑）”传说、华北族谱中的“山西洪洞大

槐树”传说、福建族谱中的“河南光州固始县”传说、四川族谱中的“湖北麻城

孝感”传说等等。1诸如此类的祖先移居传说故事，作为表象的历史叙事，应该都

是各地特定历史过程的反映。近来亦有学者利用有关族谱或口述材料，从历史记

忆或叙事结构的角度对此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真正把族谱文本结构的解

读与地方社会历史结构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2所以

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而科大卫、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族谱较为深入

系统的研究和解读，不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更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案例和基

础。我们相信，通过对各地族谱中的这种历史叙事及其背后社会历史过程和文化

权力格局演变的比较研究，可以增进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

进程的系统认识。 

还应该看到，族谱作为一套表达正统性、合法性和证明身份权利的文化符号

和象征系统，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具体社会情境下，族谱的编修及其内容的表述，

往往涉及或引发当事各方的名分、利益诉求和权力（话语权）之争，而把握这种

权力关系，不仅是理解族谱及其背后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解读族谱的

一个重要角度。卜永坚和廖华生关于明清徽州婺源县谱牒之争的两个个案的探讨，

即显示了族谱研究的这样一种关怀。在卜永坚文章考察的个案中，婺源县北乡的

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围绕孰为詹氏嫡派宗子的问题，从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

三次编纂各自的宗谱，都驳斥对方而宣称自己是詹氏嫡派宗子，试图以谱系文本

的方式建构或确立自己的“宗长”地位和名分，并由此确保文化、社会、经济等

方面的现实利益。以这种方式展开的这场文化正统性资源的纷争，其背后的动因

不仅直接源于明嘉靖年间《新安名族志》的刊行及其对“名族”身份的划定所带

来的社会刺激，更深刻的根源可能在于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生活中盛行的“世

仆制”、和大小姓矛盾所引发的社会紧张感、危机感，从中让我们看到了明清婺

源詹氏宗谱编修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也反映了宗法正统名分或身份

在明清时代徽州家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

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92，第 259～296 页；David Faure,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Standford, Calif.: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科大卫：《皇帝

与祖先：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刘志伟《宗族与沙田开

发》，《中国农史》1992年第 4 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

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口述传

统》，辑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第 32～42 页；《祖先的世系与文化认同》，收入

纪宝坤、崔贵强、庄国土主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厦门大学东南

亚研究中心，2002，第 21～44 页；《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释》，

《东吴历史学报》第 14 期（2005 年 12 月）；《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

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1
〔日〕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伝説》（1949）、《広東原住民族考》，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五

卷）》，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1985；郭豫才：《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禹贡》第 7 卷第 10 期，

1937 年。 
2
〔日〕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1996），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

社，1999；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

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廖华生的文章也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集中考察了明景泰年间至民国初年婺

源清华胡氏“上市”、“中市”、“东园”三派争夺正统性名分和竞修统宗谱的

历史过程以及三派族谱的书写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三派均称自己是唐代散骑常

侍胡学的“正传”后裔，排斥和诋毁对方为“非族”、“非种”，并不断通过编

纂各自的统宗谱和重新编排谱系，建构和确立自己的“嫡宗”身份与正统名分。

三派竞相纂修统宗谱，实质上是建构身份体系的竞争，也是对“正宗”、“正统”

这一重要文化资源的争夺，统宗谱成了宗派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文章虽然没有

深究这场纷争的社会历史根源，但确实呈现了清华胡氏统宗谱及其编修过程中的

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 

 

毋庸讳言，本书收入的这些文章尚不能全面反映中国族谱文本类型与内容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过，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总体上体现了中国族谱研究的一

种新取向，即把族谱文本的历史与它的社会的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解读，力图

从社会的历史来理解族谱的历史，也通过族谱的历史来探讨社会的历史。这 16

篇文章，除两篇是 1990年代发表的，五篇是近年发表的，其余九篇都是 2009年

12月提交“第一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族谱研究专题”（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

研究中心举办）的新作，反映了族谱研究的最新动态。我们编辑这本论文集的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积极参与探讨中国族谱研究和解读的新路径、

新方法，共同推进中国族谱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本文为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